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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促进农户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是提高我国现代农业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
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３年数据库，结合相关文献，分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健康状况和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决
策的作用路径，利用中介效应分析模型和Ｔｏｂｉｔ模型，借助健康状况这一中介变量，实证分析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对东部８省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１）乡级住院补偿比对农地流转量和农地转入量有显著的负
相关性，住院封顶线对农地流转量有正向影响；其他结构变量则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２）健康状况在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制度方面对东部８省农户农地流转及农地转入的驱动过程中起到中介传导作用。本研究为更好地促进新农合制
度与其他惠农政策的融合、改善农户的生活水平提供了进一步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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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农村土地的生产剩余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最基
本的生活保障，农村的土地制度与政策也被视为稳定农村社

会的重要基础。土地流转可以通过边际产出拉平效应和交易

收益效应来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还可以促进劳动力要

素的流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土地自身价值，增加农民

收入及农户福利［１－４］。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农地流转

市场一直处于需求大于供给的失衡状态，许多农户由于农地

的保障功能等原因，不愿意出让自己的土地。为此，很多学者

从各个方面对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从政府方面

考虑，农地的流转行为会受到政府的行政和政策干预［５－６］，如

政府农地流转政策［７］、农业税费改革［８］、粮食直接补贴政

策［９］、农村社会保障制度［１０－１３］。叶剑平等指出，使用权政策

对农户土地投资等具有显著影响［１４］。从农户特征方面考虑，

现阶段户主的性别、户主受教育程度、人口老龄化程度、农户

的健康状况、农业劳动力人数以及自有土地面积等对土地流

转也有显著的影响［１５－１８］；黎霆等发现年龄越大的农户越倾向

于转出承包地［１９］。影响农户转入农地的重要经济激励因素

还包括非农就业状况、非农收入结构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的

大小［２０－２２］。

２００３年开始，我国在农村地区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试点改革，截至 ２０１３年年底，新农合的参与率达到
９８７％，受益人数已经达到１９．４２亿人次，各省市已基本上实

现了新农合全覆盖［２３］，新农合政策的实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

果。马双等研究表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能够显著增加

居民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摄入量［２４］；也会促进

农户的耐用品消费水平提高［２５］，从而有利于扩大国内的消费

需求。同时，一方面新农合政策通过增加医疗可及性、提高医

疗服务品质等方式改善农民的健康状况［２６］，另一方面通过报

销农民的医疗和就诊费用，有利于减少医疗支出，间接性地增

加农户的家庭收入，提高居民的家庭生活水平。然而，在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开始实施之后，政府虽然对医疗费用有一

定的补贴，但是由于补偿比率较低，医药供给价格存在虚高的

问题［２７］，农民并没有因此而较为彻底地解决因病致贫因病返

贫的问题［２８－２９］，从而并没有真正起到减轻农民医疗支出负担

的作用。王兰芳等通过对江苏省的调查发现，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对农民的医疗支出、农民家庭经济状况、健康状况等所产

生的影响并不如预期的那般明显［２７］。长此以往，会影响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的可持续性［３０］。因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的开展对农户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是否有明显良好的促进作

用，还有待进一步考究。

在查找的现有文献中，学者更加集中与分析新农合制度

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问题；对于土地流转主要涉及对其影

响因素分析的相关研究；在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学者更加关注

养老保障和土地保障制度，而关于新农合制度对土地流转方

面的研究分析不多，仅仅有张锦华等运用两部分模型，分析得

出健康状况在新农合制度对农户是否进行农地流转方面具有

部分的中介作用，并且现行新农合住院补偿政策增加了参合

农户的农地流转倾向［３１］。但却有相反的观点，如赵静采用了

混合模型，指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对土地流转并没有显著影

响［３２］。因此农村的社会保障对土地流转是否会有显著影响

依然没有明确的定论。针对上述已有研究的不足，本研究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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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２０１３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的数据库，通
过描述统计及计量模型，以东部８省为例，深入研究了新型农
村合作医疗制度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

政策建议，对新农合制度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机制分析与模型构建

１．１　作用路径分析
１．１．１　新农合制度与农户土地流转　土地在我国农民的生
活中一直都作为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由于农村大部分青年

人外出务工，土地的经营重担留在了老人和孩童肩上。

Ｊｅｎｋｉｎｓ等指出，农户在长时间进行土地劳作中会经常发生慢
性疾病、意外伤害等事件［３３］，特别是在春种秋收的农忙时节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我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体系之

一，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土地对农户生活的保障功能，由于新

农合制度的医疗覆盖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大，有效地缓解了

农户看病贵的问题，老年群体可能并不是特别需要在土地上

所取得的微薄的收入，因此可能会进行农地流转，将手中的土

地租出。然而也有学者提出，农民并没有因为参与新农合制

度而解决自身因病致贫的问题，依然有很重的医疗负担［２８］，

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对农户的土地流转并没有显著影响［３２］，因

此本研究提出问题一：以东部８省为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对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到底会产生何种影响？

１．１．２　新农合制度与健康状况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城
镇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农村大量的青壮年人群涌入城镇地区，

使得农村的老年人面临更严重的生活问题。老年人不得不外

出劳动，以满足自己和家人的生计需求，因此老年人的健康状

况会随着时间恶化，医疗成本也会随之上升。在农村医疗保

障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新农合制度显著改善了参合者的健

康水平［２６］，同时也降低了农户的医疗支出［３１］，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增强农户抵御疾病风险的能力。然而，由于新农合制度

的报销政策有一定的疾病范围限制，只有在规定的定点医疗

机构才能进行一定比例的报销，在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报销

比例也有所不同，由于报销手续的繁琐性外加农户可能低于

自身健康状况的高估以及其他商业保险的冲击，新农合制度

对农户健康状况的改善是否真的明显，因此本研究提出问题

二：以东部８省为例，新农合制度的实施对进行土地流转农户
的健康状况是否有显著影响？

１．１．３　新农合制度、健康状况与土地流转　有学者研究表
明，健康状况对农户的农地流转意愿与行为具有显著的影

响［１７］。由于医疗保障也会提高农户的健康水平［２６］，对于留

守农村的老年人来说，土地可能是他们收入的主要经济来源，

健康状况的改善有利于增加劳动的时间，他们就不会转出土

地，从而可能会导致土地滞留现象的出现。对于青年人来说，

如果外出工作的收入高于土地的预期收入，健康状况的改善

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非农就业中，增加非农劳动的强度和时

间，从而增加非农的劳动收入，非农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所占

的比重越高，则农民进行农地流转的可能性也会越大［３４］，从

而更愿意出租土地，获得额外的租金收入。对于农业能手种

粮大户等，健康状况的改善也会让他们更加倾向于租入土地

的行为，形成规模效应，并从中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健康状

况的改善对于不同群体会有不同的作用效果，因此本研究提

出问题三：以东部８省为例，健康状况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对农户土地流转的驱动过程中是否起到中介传导作用？

１．２　模型构建
近年来，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

广泛的应用，相较于常用的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可以分析

变量间的影响路径与机制，为相应的研究假设提供支持，得出

更深入的研究结果［３５］。因此，本研究采用温忠麟等提出的中

介效应检验方法［３６］，根据张锦华等提出的验证健康状况中介

效应的３个标准［３１］，研究新型农村医疗制度、农户健康状况

和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机制，检验农户健康状况（Ｍｉ１）
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ＸＮｉ）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决策
（Ｙ）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第一步，研究自变量新农合住院
补偿结构对因变量农户农地流转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影响，如

果显著则进行第二步；第二步，研究中介变量农户健康状况对

自变量新农合住院补偿结构是否具有显著作用，如结果显著

则进行第三步；第三步，加入中介变量农户健康状况，检验自

变量新农合住院补偿结构对因变量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回归

系数的显著性，如果中介变量农户健康状况的影响达到显著

水平，并且自变量新农合补偿结构的回归系数变小并且仍有

显著影响，则说明中介变量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倘若自变量的

回归系数变小并且不具有显著性，则说明中介变量具有全部

中介作用。

检验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Ｙ＝ｃＸＮｉ＋ε１；
Ｍｉ１＝ａＸＮｉ＋ε２；
Ｙ＝ｃ′ＸＮｉ＋ｂＭｉ１＋ε３。
中介效应检验流程：

（１）ＸＮｉ对Ｙ的显著性检验：检验原假设 Ｈ０∶ｃ＝０，若被
拒绝，则Ｙ与ＸＮｉ的相关显著。

（２）中介效应检验：原假设Ｈ０∶ａ＝０；Ｈ０∶ｂ＝０，若都被拒
绝，继续检验 Ｈ０∶ｃ′＝０，若 Ｈ０∶ｃ′＝０被拒绝，则中介效应部
分显著；若Ｈ０∶ｃ′＝０被接受，则中介效应完全显著。

基于以上中介效应检验的理论阐述，根据中国健康与养

老追踪调查（ＣＨＡＲＬＳ）的数据，由于农户的农地流转亩数不
可能为负数，并且存在不少土地流转量为０的样本，因此可以
采用Ｔｏｂｉｔ模型，其基本形式如下：

ｙｉ ＝α′＋β１′Ｍｉ＋β２′ＸＮｉ＋εｉ′　εｉ ～（０，σ
２）；

ｙｉ ＝
α′＋β１′Ｍｉ＋β２′ＸＮｉ＋εｉ′，ｙｉ ＞０

０ ｙｉ≤{ ０
。

其中，ｙｉ代表第 ｉ个农户实际流转（转入或转出）的土地面
积；Ｍｉ表示第ｉ个农户的健康状况、个体特征变量（如年龄、
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社会经济状况变量（如家庭总收入、

家庭总人口数、农业劳动天数、已有农地量等）；ＸＮｉ代表新农
合的给付结构变量，包括起付线、报销比例、封顶线；εｉ和 εｉ

是误差项。

２　变量说明与实证分析

２．１　数据说明及变量选择
自２００３年以来，我国在农村地区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试点改革，在第一批试点地区中，东部地区有 ９４个县（市、
区），覆盖了４４６５万人；中部地区有８７个县（市、区），覆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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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４０万人；西部地区包括７１个县（市、区），覆盖了２３８５万
人。相较而言，在第一批试点地区中，东部地区所涉及的县市

最多，所覆盖的人口最多，同时东部地区的社会经济水平较

高，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较好，所以本研究以我国东部８省
为研究对象，采用 ２０１３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ＣＨＡＲＬＳ）所形成的数据库进行分析。由于本研究是以农户
家庭为分析单元，根据解垩等的做法［３７］，将家庭的主要受访

者定义成虚拟的“户主”，在去掉缺失关键变量的样本后，最

终整理得到２８７个有效样本量。
本研究所涉及的主要变量如下：

（１）农地变量
在２０１３年 ＣＨＡＲＬＳ的调查问卷中农地流转的数据来自

于“您家从集体分配到的有多少亩”、“过去一年您家出租了

多少亩”及“过去一年您家租用了多少亩”，由于国家已经允

许并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转让等方式对土地的经营权进行

流转，本研究将农户出租和租入耕地的行为视为农户的土地

流转行为。

（２）新农合住院补偿结构变量
２０１３年年底，全国的新农合的参与率达到９８．７％，各省

市已基本上实现了新农合全覆盖。根据张锦华等的说法［３１］，

区分农户是否参与新农合制度将会弱化其对农户土地流转行

为的实施效果。因此本研究对新农合制度住院补偿结构变量

的选择，同样采用起付线、报销比例及封顶线３个变量，其中
报销比例和起付线分为乡级、县级及县外３个等级，为抵消多
重共线性对方程的影响，只选取住院报销比例和封顶线作为

变量。

（３）健康状况
在ＣＨＡＲＬＳ数据中，关于健康状况的测量数据主要包括

自评健康状况、慢性病、生理功能、心理健康等指标。本研究

根据雷晓燕等的研究［３８］，主要采用自评健康状况，将农户可

以选择 “很好”“好”“一般”“差”“很差”的选项分别赋值

为１、２、３、４、５。
（４）其他控制变量
本研究为了更好地掌握其他变量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

影响，控制了农户的个人和家庭的基本特征，控制变量主要包

括年龄、性别、有无配偶、教育程度、家庭总收入、农业劳动天

数等。

２．２　实证分析
（１）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本研究的主要变量的均值和标准差的描述结果如表１

所示。

表１　东部８省农地流转样本的变量均值

变量含义 发生流转样本 农地转入样本 农地转出样本

新农合结构变量：

　乡级住院补偿比例（％） ７９．８２２３（８．０５６２） ７９．７３４１（８．７３４４） ７９．８６２９（６．７４６７）
　县级住院补偿比例（％） ６８．８２０６（６．９６８７） ６８．９７９８（７．６５０３） ６９．００００（６．０３６１）
　县外住院补偿比例（％） ５０．４８６９（６．０７０１） ５０．６２８６（６．１００３） ５０．２８２３（６．４５３９）
　住院年度补偿封顶线（万元） １２．０６２７（３．３１０８） １１．９７６９（３．５１２４） １２．０９６８（２．９３９６）
户主个体特征变量：

　年龄（周岁） ５６．９４４２５（７．９７５３） ５５．６７６３（７．２４０８） ５８．６１２９（８．５４６１）
　性别（１＝男性，０＝女性） ０．５６４５（０．４９６７） ０．６１２７（０．４８８５） ０．５０００（０．５０２０）
　是否有配偶（１＝是，０＝否） ０．８９９０（０．３０１９） ０．９５３８（０．２１０６） ０．８３０６（０．３７６６）
　小学以下（１＝是，０＝否） ０．３８６８（０．４８７９） ０．３８７３（０．４８８５） ０．３９５２（０．４９０９）
　小学／私塾（１＝是，０＝否） ０．２８２２（０．４５０９） ０．２７１７（０．４４６１） ０．２８２３（０．４５１９）
　初中及以上（１＝是，０＝否） ０．３３１０（０．４７１４） ０．３４１０（０．４７５４） ０．３２２６（０．４６９４）
　自评健康状况（１＝很好，２＝好，３＝一般，４＝不好，５＝很不好） ２．６７９４（０．８８６０） ２．７１１０（０．８８１２） ２．６２１０（０．８７９７）
　是否吸烟（１＝是，０＝否） ０．３９３７（０．４８９４） ０．４２２０（０．４９５３） ０．３４６８（０．４７７９）
　是否喝酒（１＝是，０＝否） ０．３９０２（０．４８８７） ０．４３３５（０．４９７０） ０．３３０６（０．４７２４）
　是否患有慢性病（１＝是，０＝否） ０．６４４６（０．４７９５） ０．６２４３（０．４８５７） ０．６６９４（０．４７２４）
　是否参与过非农就业（１＝是，０＝否） ０．４４６０（０．４９７９） ０．４１６２（０．４９４４） ０．４８３９（０．５０１８）
　农业劳动时间（ｄ） １７７．６８６４（１１８．１８１１） １９１．３５２６（１０９．９８２４） １６４．０９６８（１２６．２３９４）
其他社会经济变量：

　家庭总人数（人） ３．４７３９（１．８９１８） ３．６５３２（１．８６９６） ３．１９３５（１．８４６５）
　家庭总收入（万元） ３．０１４９（４．６１６５） ２．９５４９（４．８１００） ３．１２２５（４．２３０５）
　已有农地面积（ｈｍ２） ０．３４４０（０．４１２６） ０．３７６８（０．４９５８） ０．３００１（０．２３２８）
　农地租金（万元） ０．７４６０（０．７２７９） ０．５７０６（０．６０８５） ０．９６３６（０．７９８８）
　耕地流转面积（ｈｍ２） ０．３１７３（０．８８１５） — —

　耕地转入面积（ｈｍ２） — ０．３９６３（１．１１４３） —

　耕地转出面积（ｈｍ２） — — ０．１８１６（０．２０５７）
样本观测数 ２８７ １７３ １２４

　　注：“（）”中的数据为标准差。数据来源：本研究计算整理所得，２０１７年。

　　由表１可知，东部８省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样本有２８７
个，其中进行农地转入行为的有１７３户，进行农地转出行为的
农户有１２４个。在平均年龄方面，进行农地转入行为的户主
平均年龄比进行农地转出的农户要小３岁左右，转入耕地农

户的平均年龄约５５岁；在是否有配偶方面，转入农地的样本
中有超过９５％ 的农户有配偶，所占的比例最高；家庭总人口
数，在各个样本中差别不大；在受教育程度方面，进行农地流

转的样本中，约一半农户的文化水平在小学及以下，这表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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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地区，我国的中老年群体的文化素质较低，在如今的科技

背景下，可能难以与现代农业、新型农业相协调；在农户身体

特征方面，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评价在一

般和好之间，然而有约６４％的农户认为自己患有慢性病，这
反映出农户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过于乐观；在非农就业方面，进

行农地流转的农户的非农就业比例不超过４５％，其中，转出
农地的样本比转入农地的农户的非农就业比例高７％，达到
４８％；在家庭总收入方面，转出农地的农户家庭收入最高，超
过３万元，这表明非农就业可能会促进农户家庭总收入提高。
此外，本研究还给出了新农合结构变量、农地租金、拥有农地

量等其他变量的样本均值情况。

（２）模型回归结果及分析
在本研究的分析框架中，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形式包括

农地转入和农地转出，一般情况下，农户在进行农地流转时，

如果选择转入农地，就不会进行农地转出的行为，反之亦然。

一次对于农地的转入或转出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不同的层面，

所以，本研究从农户进行农地流转行为以及农地转入行为来

研究新农合的影响是可行的。

本研究运用 Ｓｔａｔａ１３．０软件，对整理后的 ＣＨＡＲＬＳ数据
利用 Ｔｏｂｉｔ模型进行回归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过程如
下：①以农户发生农地流转面积和农户转入农地面积作为因
变量，模型１中放入新农合结构变量和相关的控制变量，模型
３中放入新农合结构变量、自评健康状况１和相关的控制变
量；②以自评健康状况作为因变量，模型２中放入新农合结构
变量和相关的控制变量。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从表
２模型数据检验结果中 ＬＲ统计量、对数似然比统计量、对数
似然比检验的显著性水平等指标可以看出，模型的总体拟合

效果较好，其检验结果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由表２中的模型３的实证结果可知，家庭总人数、家庭总
收入以及已有农地面积对农地流转量以及农户农地转入量具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都通过了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
主要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农户参与非农就业的比例并不大，

农户对土地的保障功能仍然很依赖，同时东部８省地势平坦，
经济发展较好，对农产品的需求量大，农业机械化普及较为广

泛，为规模化经营提供了必要的地理、市场和科技等条件；另

一方面，要进行规模化生产需要租入更多的土地，这就需要更

多的资金投入，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进行监管，此外家庭

中拥有耕地面积越多，则进行规模化经营所需租入的土地成

本也会变低，所以农户收入越高、家庭人数越多以及自身拥有

的耕地越多，越会租入农地，降低边际成本，提高经济收益。

另外，参与非农就业的经验以及农户的文化水平对农户农地

流转量和农地转入量并没有显著影响，农户的文化水平与农

地流转量以及农地转入量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由于文化水

平较低，农户对非农收入的预期具有心理上的不确定性，从而

并不会轻易地进行农地流转，从而影响农地流转量。

新农合的乡级住院补偿比例对农地的流转面积和农地转

入面积有显著性的负向影响，都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检验；县
外住院补偿比对农地的流转面积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通过

了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他新农合结构变量并未对农地
流转与转入产生显著影响。产生这一结论的主要原因包括：

一方面，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农户会首选乡级医院看病，乡级

住院补偿比例的提高会改善农户的健康状况，在东部地区，农

户的劳动能力的提高，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参与收入较高的

非农工作，从而降低农地转入面积，但由于土地保障功能的存

在，也不会完全转出农地，所以会降低农地流转量；另一方面，

政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施了一系列的惠农政策以促进农

业生产，如农业税减免、粮食补贴、农业保险等。相较上述政

策而言，新农合政策的实施时间较短，它对农业生产的效果并

未完全显现出来，因此还需进一步追踪调查。

在考察新农合住院补偿结构对农户土地流转的影响时，

农户的健康状况是否具有中介效应？首先检验自变量对因变

量的影响是否显著；其次，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是否

显著；最后，验证中介变量时候具有中介效应。

在发生农地流转的样本中，由模型１可知，新农合的乡级
和县外住院补偿比对农地流转面积有显著影响；由模型２可
知，县级住院补偿比对农户的健康状况有显著的相关性；在模

型３中，加入中介变量农户健康状况后，乡级和县外的住院补
偿比对农地流转量仍然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农户的健康状况

对农户的农地流转面积也具有显著影响，同时，乡级住院补偿

比例的显著性水平由１％下降到了５％，县外住院补偿比有微
小下降变化，因此可以判定，农户的自评健康状况对农地流转

面积具有部分的中介作用。

在发生农地流入的样本中，由模型１可知，新农合的乡级
住院补偿比对农地转入面积有显著影响；由模型２可知，住院
补偿封顶线对农户的健康状况有显著的相关性；在模型３中，
加入中介变量农户健康状况后，乡级住院补偿比对农地转入

面积仍然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农户的健康状况对农户的农地

流转面积也具有显著影响，同时，乡级住院补偿比例的回归系

数的影响有所下降，因此可以判定，农户的自评健康状况对农

地转入面积具有部分的中介作用。

３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利用ＣＨＡＲＬＳ２０１３年的横截面数据，考察了新农
合制度对东部８省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主要得出以下
结论：（１）新农合制度对东部８省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有显
著性影响，但是新农合不同的结构变量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

响并不一致：乡级住院补偿比对农地流转面积和农地转入面

积有显著的负相关性，住院封顶线对农地流转面积有正向影

响；其他结构变量则都不具有统计显著性。（２）新农合制度
对东部８省农户的自评健康状况的显著性影响也并不一致：
县级住院补偿比对进行农地流转的农户的自评健康状况有显

著性影响，住院补偿封顶线对转入农地的农户的健康状况有

显著性影响。产生这一结论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数据样

本的限制，并未能从长期层面探讨新农合制度对健康状况的

影响，对此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另一方面，由于新农合制度已

逐步实施了重特大疾病补偿和特殊门诊补偿等政策，本研究

将在后期逐步对新农合的其他补偿政策进行探讨，以期获得

更加全面的研究结果。（３）在研究健康状况是否具有中介效
应时，通过回归结果可知，在东部８省，新农合制度无论对农
地流转面积还是农地转入面积的影响，作为中介变量的健康

状况都具有部分中介效应。因此，通过本研究，要想进一步增

强新农合制度对农户健康状况以及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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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发生流转样本 农地转入样本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解释变量

　乡级住院补偿比 －０．０２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３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３）

　县级住院补偿比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１６）

　县外住院补偿比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２）

　住院封顶线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４）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１７）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１）

　自评健康状况 — —
－０．１２３
（０．０５３） — —

－０．２２５
（０．０８５）

控制变量

　性别
—

－０．０９６
（０．１３９） — —

－０．１１０
（０．１７７） —

　吸烟
—

０．１３２
（０．１２７） — —

０．０７０
（０．１５６） —

　喝酒
—

－０．０２０
（０．１０６） — —

－０．００８
（０．１３４） —

　有慢性病
—

０．６１７
（０．１０１） — —

０．６４７
（０．１２９） —

　年龄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０）

　有配偶 －０．００２
（０．１６０）

－０．０１３
（０．１６７）

－０．０１３
（０．１５８）

－０．０７３
（０．３５７）

０．１２８
（０．２９４）

０．０１０
（０．３５１）

　小学／私塾 －０．１３６
（０．１１４）

－０．０８４
（０．１２１）

－０．１４４
（０．１１３）

－０．１６６
（０．１８５）

－０．０７１
（０．１５５）

－０．１９７
（０．１８２）

　初中及以上 －０．００６
（０．１１６）

－０．２９２
（０．１２５）

－０．０３９
（０．１１６）

０．０５９１
（０．１７８）

－０．２９０
（０．１５４）

－０．０１８
（０．１７７）

　家庭总人数 ０．０５４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６
（０．０２８）

０．０５５
（０．０２６）

０．０７４２
（０．０４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３４）

０．０７８
（０．０４０）

　农业劳动天数 －０．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家庭总收入 ０．０２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２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６）

　参与非农就业 ０．０６１
（０．０９６） —

０．０３３
（０．０９６）

０．１４９
（０．１５７） —

０．１０７
（０．１５４）

　农地租金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４） —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４）

－０．０７３
（０．１２１） —

－０．０７４
（０．１１９）

　已有农地面积 ０．７１９
（０．１３０） —

０．７０２
（０．１２９）

０．６５５
（０．１８０） —

０．６１８
（０．１７７）

常数 ０．９７６
（０．７８２）

３．６９０
（０．７４２）

１．４９８
（０．８０７）

１．１４６
（１．２１９）

３．４２８
（０．８９６）

２．０２７
（１．２４１）

ｓｉｇｍａ ０．７６１
（０．０３２）

０．７９６
（０．０３３）

０．７５４
（０．０３２）

０．９４６
（０．０５１）

０．７７４
（０．０４２）

０．９２８
（０．０５０）

ＬＲχ２ ８４．９６ ６０．２１ ９０．２４ ５５．７４ ４３．６９ ６２．５５
Ｐｒｏｂ＞χ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ｌ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３２８．３９１ －３４１．８８９ －３２５．７５４ －２３５．８８ －２０１．２４５ －２３２．４８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１１４５ ０．０８０９ ０．１２１７ ０．１０５７ ０．０９７９ ０．１１８６
观测数 ２８７ ２８７ ２８７ １７３ １７３ １７３

　　注：文化水平中小学以下为比较组；“（）”中的数据为标准差；、、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数据来源：本研究计
算整理所得，２０１７年。

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在自身健康状况方面，通过分析表明东部８省的农户对
于自身的健康状况的评价过于乐观，倾向于忽视自身潜在疾

病对健康的影响，长此以往，既不利于农户的农业生产，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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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自身的家庭生活，由于乡级住院补偿比对农户的健康状

况有正向作用，因此政策制定者应重视农户的健康状况，适当

增加乡级住院补偿比例，降低乡级住院起付线，并改善乡级医

疗机构的基础设施，让农民可以在“家门口”就可以得到完善

的医疗服务，健全农村医疗卫生制度。

在农地流转方面，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

响，不同的新农合结构变量对农户的农地流转行为有不同的

影响，因此需整合现有的农业政策，以新农合制度为基础，将

其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以及惠民制度（如农业补贴、农业保

险等）与农地流转政策相融合，提升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整体

幸福感。同时，建立和发展新型农业体系，向农户传授更多的

农业新知识、新技术，提高农户的知识素养，拓展农户的收入

渠道和方式，增加农户总收入，促进农地的有效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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